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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必然趋势． 基于组织惰性和管理

认知理论，本研究试图回答为什么面对相同的非连续性技术变革，同行业中一些企业会积极应

对，而另一些则消极应对． 通过分析四家传统中小商业银行对金融科技的反应，本研究揭示了

高管认知的重要性，并进一步识别出两种不同的类型，既创业性认知和工程性认知及其形成机

制． 研究发现高管的创业性认知有助于克服企业惰性，而高管的工程性认知则加剧了企业惰

性． 虽然高管认知是影响组织惰性的主要机制，但分析也表明受到高管印迹的员工认知强化了

这种机制．
关键词： 管理认知； 组织惰性； 案例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７ － ９８０７（２０２３）１１ － ００８１ － ２１

０　 引　 言

产业数字化正推动全球经济发生深刻变

革［１］ ． 数字化转型是产业数字化的过程，是指企

业在生产、经营和服务中，利用数字技术实现业务

重大改进以及价值创造方式重塑的过程［２， ３］ ． 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进行数字化转型． 据埃森

哲统计，到 ２０２２ 年初这一数字超过 ５０％［４］ ． 尽管

发展势头迅猛，但截至 ２０２２ 年末仅有 １７％的中

国企业转型成功［４］ ．
提升数字化转型成功率的关键在于克服组织

惰性［５ － ７］，解决企业普遍面临的“不会转”难题，
如聚焦内部资源还是外部资源，收缩权力还是放

权等［８， ９］ ． 传统企业受繁琐结构、不可替代资源、
固有惯例以及根深蒂固的管理信念等束缚，因而

面临重大的外部变化时很难打破现有组织路

径［１０］ ． 鉴于繁琐结构、不可替代资源、固有例程这

些产生组织惰性的源头很难解释某些传统企业比

其他传统企业更能克服组织惰性并转型成功的现

象，因此已有研究主要聚焦高管，探讨了高管对非

连续变革威胁的认知是否会增加或减少组织惰性

的问题． 研究发现高管认知对组织惰性的影响存

在矛盾之处． 一些学者认为高管对威胁的认知促

进响应举措，激发聚焦外部资源、权力分离等变革

行为，从而克服组织惰性［１１， １２］ ． 另一些学者则认

为高管对威胁的认知限制了响应举措，诱发聚焦

现有资源、权力收缩、试验减少等行为，从而加剧

组织惰性［１１， １３］ ． 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解释清楚

为什么面对同样威胁，同行业初始条件相同企业

的高管认知会导致截然不同的响应举措？ Ｇｉｌｂｅｒｔ
和 Ｋöｎｉｇ 等［１１， １４］在跨越 １７ 年的两篇组织惰性的

重要文章中都不止一次强调这个疑惑，并将此作

为未来研究方向之一，呼吁后续研究［１１， １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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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四家传统银行对新兴金融科技所做

的响应，发现其中一家加剧了组织惰性，但另外一

家却表现出明显的试验和创新，此外还有两家经

历从组织惰性到不同程度创新的曲折过程． 数据

分析发现造成这些不同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高管

面对威胁的认知方式． 两种不同的高管认知类型：
创业性（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和工程性（ 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通过认知形成、认知确认和认

知印迹机制，触发了不同的企业响应行为． 本研究

认为未能区分认知的这两种形式，可能导致得出

矛盾的研究结果．

１　 理论背景

１． １　 组织惰性

非连续性变革指这样一种外部变化：需要

组织内部采用与传统的创新轨迹非线性相关的

路径来做出适应性变化［１１］ ． 组织惰性被定义为

“在面临重大的外部变化时，没有能力实施组织

内部的变革（即僵化）” ［１１］ ，包括资源守旧和程

序老套． 当组织出现惰性时，它会导致较低商业

模式创新和企业绩效［６， １５］ ． 数字化转型作为一

种非连续性变革，它成功的关键在于克服组织

惰性［５ － ７］ ．
大量理论研究描述了传统企业惰性的起因．

首先，随着时间增长，传统企业会形成繁琐的结构

性约束，包括复杂的沟通渠道和冗长的决策程序，
这些会阻止快速、冒险的变化［１６］ ． 另一个惰性源

是企业现有的资源． 现有资源可能会导致路径依

赖，因为企业倾向于投资并依靠其已经拥有的资

源，而不是寻找新资源［１６］ ． 此外，惰性可能来自于

企业既定的例程和成熟的能力［１２］ ． 企业成功和失

败的历史可以巩固管理信念和惯例，使得决策者

仅投资于先前成功过的活动，对变更的新需求视

而不见［１２］ ． 因此，结构性约束、现有资源、根深蒂

固的例程和信念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传统企业

比其他传统企业更能创新变革． 对该问题最后一

种解释就集中在传统企业惰性的另一潜在来源，
既高管自身．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高管自身对非连续变革

威胁的认知（感知）是否会增加或减少传统企业

组织惰性的问题． 研究发现高管对威胁的认知解

释会显著影响战略灵活性［１７］，同时也会激发企业

不同的战略响应行为［１８］ ． 其中的一些响应行为会

增加组织惰性． 例如，Ｓｔａｗ 等［１３］ 发现高管对威胁

的认知导致“权力更大程度的集中，更为广泛的

形式化，以及程序的标准化”． 其他一些研究则显

示威胁认知缩小了企业高管愿意考虑的备选方案

的数量，并降低了企业响应举措中的试验程

度［１１］ ． 最后，高管对威胁的认知还会诱发关注避

免损失的行为，导致维护现有资源，而不是去创造

机会［１１］ ． 尽管高管对威胁的认知触发了许多增加

组织惰性的响应行为，但也有研究显示威胁认知

实际上也会催化一些积极响应行为，减少组织惰

性． Ｌａｎｔ［１９］指出感知到业绩下滑威胁的企业更愿

意进行战略变革． 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１］ 发现某些报纸企业高

管对数字化变革的威胁感知，导致其引入外部资

源、实施权力分离，从而增强了试验及创新，克服

了组织惰性． 尽管人们从高管认知中已经获得了

重要的见识，但是这些见识都是针对不同程度的

威胁，并且相互矛盾，现有的组织惰性文献并没有

解释清楚面对同样数字化变革威胁，同行业初始

条件相同企业的高管认知为什么会导致截然不同

的响应举措？
１． ２　 管理认知与组织变革

管理认知理论认为在高不确定性变革时期，
企业行为或结果的异质性是由高管之间的认知差

异造成的［２０， ２１］ ． 管理认知本质上是个体强加于信

息环境以赋予其形式和意义的心理模板［２２］ ． 近
３０ 年来，管理认知文献主要基于人口统计学特征

指标（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组织任期等属于

人口统计学特征，但是因果图和笼统概念不属

于）来捕捉认知内容［１８， ２６， ２７］ ． 但研究也表明人口特

征指标只是认知的弱近似，因果映射方法过于繁琐，
而笼统认知概念不能捕捉特定情境的解释［２０， ２１］ ．

为简洁、有力地解释特定情境，学者们开始基

于认知关注点来捕获高管不同类型的认知［２８ － ３０］ ．
较为典型的研究如 Ｃｈｏ 和 Ｈａｍｂｒｉｃｋ［２９］ 在航空业

放松管制情境中，整合高阶观点与注意力观点将

高管认知归纳为创业性认知和工程性认知：前者

是指在环境扫描活动中表现出对创业问题更多关

注的心理模式，后者则是指在环境扫描活动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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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问题②更多关注的心理模式． 创业问题涉及

发现和开发新产品和新市场机会以满足客户的挑

战［３１］， 与 该 问 题 密 切 相 关 的 种 子 词③ （ ｓｅｅｄ
ｗｏｒｄｓ），如新颖、成长、市场［２９］ ． 工程问题涉及高

效和高质量地生成产品并将其交付给客户的挑

战［３１］，与该问题密切相关的种子词，如效率、会
计、生产力［２９］ ． 结合本案例开放编码涌现的核心

概念与 Ｃｈｏ［２９］ 和 Ｍｉｌｅｓ［３１］ 的文献研究，在数字化

转型情境中高管认知也可以细化为创业性认知和

工程性认知． 前者是指更多关注数字化转型中的

创业问题的心理模式，后者是指更多关注数字化

转型中的工程问题的心理模式． 在该情境中，创业

问题更加突出［３２， ３３］ ． 其属于非连续技术变革，是
模糊混乱的． 在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尽管效率

和成本并没有变得不重要，但其已不足以取得成

功［１］ ． 公司必须接受新的市场测试，满足模糊的

客户需求，创造新的商业模式［３４， ３５］ ． 但到目前为

止，很少有人把创业性和工程性认知运用于数字

化转型．
在管理认知改变方面，学者普遍认为组织变

革过程中认知会随着时间和对新的和可信的信息

的反馈而强化、衰减甚至转变［３６ － ３８］，进而促使行

为改变，但也意识到认知的改变并非一蹴而

就［３９］ ． 有学者研究高管认知的集中性和复杂性如

何随着环境信息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导致企业呈

现出“重复型利用、增量型利用、拼凑型探索、搜
寻型探索”的行动序列过程［４０］ ． 还有学者探索了

绩效反馈信息、利益相关者评价信息（如政府）和
试错失败信息等如何促进高管认知变革的微观过

程（对初始管理认知的多次否定） ［３９］ ． 虽然这些

成果令高管认知变化的理解不断深化，但试图了

解员工认知如何改变的研究还很鲜见． 组织变革

是高创新性、高风险性的活动，除了高管力量的推

动，员工对变革的认知也是决定变革实施是否成

功的关键［４１， ４２］ ． 然而，已有基于管理认知视角的

组织变革文献都做了过度简化处理，默认员工认

知与高管认知保持一致［３９， ４０］，忽视员工认知也存

在认知凝滞特性，受之前经历影响［４３］ ． 在员工认

知改变问题上，现有研究已经意识到这种改变更

可能来自高管． Ｐｏｗｅｌｌ 和 Ｓａｎｄｈｏｌｔｚ［４４］ 的研究表明

员工会将创始人的实践内化，从而有助于创新的

发展． 亦有研究表明高管也可以传递知识和集体

记忆等［４５ － ４８］ ． Ｓｉｍｓｅｋ［３６］、Ｓｎｉｈｕｒ 和 Ｚｏｔｔ［４９］ 进一步

提出了认知印迹的概念（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即
关键企业成员的认知特征，如思维、学习、愿望或

记忆，能深深嵌入到其他成员的认知中． 然而，总
体来看现有研究尚不领会在类似数字化转型的组

织变革中高管、员工及其企业之间的跨层次认知

印迹过程［５０］ ．
在管理认知影响方面，大量研究已就管理认

知通过提供信息搜寻、信息解释功能来影响企业

战略行动达成共识［２０］ ． 高管认知影响组织变革的

结果目前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企业可持续发展、
公司绩效等远端结果变量［１７， １８， ２３， ２６］ ． 例如，在新

创企业中，创始人的思维模式（跨行业搜索及复

杂系统的思维方式）会影响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

新颖性［４９］ ． 在印刷出版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高
管认知多样性对商业模式创新的关注范围及强度

有积极影响［２３］ ． 但到目前为止对高管认知是否以

及如何影响组织变革的近端结果变量（如组织惰

性）语焉不详． 此外，已有使用管理认知视角来理解

组织变革的研究更为关注高管认知在组织变革中所

起到的直接效应，对于员工认知与高管认知互动如

何影响组织变革的间接效应仍知之甚少［５１］ ．
最后，回顾管理认知与组织变革文献，发现认

知框架、认知改变、认知影响三方面研究大多割裂

考察，很少有研究从纵向视角将这些方面串联

起来进行系统性分析，尤其是不同认知框架的形

成及变革行动的动态机制． 正如 Ｋａｐｌａｎ 和 Ｂｒｏｍｉ⁃
ｌｅｙ［２０， ２１］关于认知与战略的综述文章指出：“与单

一、离散研究的蓬勃发展相比，关于理解这些离散

方面背后的系统性动态过程的研究非常稀缺”．
数字化转型给了研究高管认知多个方面的特有情

境，有助于从微观整合的视角来探索数字化转型

中高管认知的动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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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研究方法

２． １　 案例选择

本研究遵照归纳性多案例研究的步骤和规范

开展研究［５２， ５３］ ． 第一，考虑到银行金融科技变革

过程的复杂性，以及现有文献对于高管认知是否

以及如何影响组织惰性机制的不完全探索，选择

归纳性案例研究设计有助于挖掘该情境下管理认

知的差异、认知差异与不同战略响应行为的内在

关联，以及影响管理认知的因素，以产生新的理论

见解［５４］ ． 第二，多案例研究设计允许跨案例比较

分析，有助于确保构建理论的外部效度，获得比单

案例更普适的理论见解［５４］ ． 第三，为进一步提升

理论效度［５３］，本研究以同一银行更换行长前后的

不同阶段为分析单元④，通过对持有不同管理认

知的新老行长在采取不同数字化战略后的组织惰

性变化结果进行对比分析，归纳出高管认知类型

及其克服组织惰性机制，在组内控制了一定的干

扰变量，提升了理论效度．
本研究选择四家银行（Ａ、Ｂ、Ｃ 和 Ｄ）作为案

例样本是基于如下考量（见表 １）：第一，四家银行

具备采取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外部环境特征． 近年

来传统银行在环境上面临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移动端 ＡＰＰ、物联网、开放银行、区块链等新技

术爆发浪潮［５５］，再加上以 ＢＡＴ 为代表的具备较

强技术优势的互联网科技公司作为跨界竞争者一

直在为从底层改变金融业“添柴加薪” ［５６］ ． 因此，
表 １　 案例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银行 Ａ Ｂ Ｃ Ｄ

成立时间

所有权

２０００ 年成立、民资控股、

区域银行

２００４ 年 成 立、 民 资 控

股、区域银行

１９９６ 年成立、民资控股、

区域银行

２０１１ 年成立、民资控股、区

域银行

转型原因
ＩＴ 技术加 速 发 展、 金 融

脱媒

ＩＴ 技术加速发展、利率

市场化改革、金融脱媒

ＩＴ 技术加速发展、利率市

场化改革

ＩＴ 技术加速发展、利率市场

化改革、金融脱媒

转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初 ２０１６ 年

转型内容

聚焦零售业务改革，２０１８ 年

实现个人信贷业务线上

化，引入人脸识别、ＧＰＳ 定

位、图像水印等技术，引入

少数政务数据． ２０１９ 年启

动员工移动业务处理平

台． 本质上仍为传统金融业

务，包括支付结算、信贷资

产业务、存款等资金业务、

理财等中间业务． 未能在产

融结合、场景金融、智能营

销、智能投顾等求新求变

在转型初期，聚焦三农

融资信贷、线上化，通过

购买现成系统走捷径，

但成果寥寥伴有隐患．

２０１７ 年更换行长后，构

建“大中台 － 小前台”

组织架构，数据、管理、

风控三大中台

信息技术引领部分业务

转变，实现小微金融、农

产品电商

构建敏捷发展的组织形

式，加强与外部平台合作，

形成 Ｆ２Ｃ、Ｆ２Ｂ、Ｆ２Ｇ、数字

生态圈，建立新型 ＩＴ 架构

体系

更多去做传统金融不能去

做的． 实现了智能营销、ｅ

购商城、智能投顾、智能催

收系统、智能风控、智能资

金管控、场景金融

最初本质上仍为传统金融业

务． ２０１７ 年更换新行长后，

银行开始反思发展路线，挖

掘数字化转型“新内涵”，大

力推进科技组织架构和机制

变革，强化开发融合

信息技术引领业务转变，实

现了供应商金融平台，票据

池、资产池和应收款链平台

业务、巡检机器人、智能柜

台、智能营销、购物商城、场

景金融

转型结果

大致失败． ２０２０ 年末，净

利润增幅 ２． １％、不良贷

款率 １． ９４％，业绩表现综

合评价指数 （ ＣＥＩ） 全国

靠后

最初失败． 更换行长后，

比较成功． ２０１６ 年末，

净利润增幅 ８． ６％，不良

贷款率 １. ９％． ２０２０ 年末，

净利润增幅 １８． ７％

非常成功． ２０２０ 年末，资

产总额增幅 １１． ４３％，净利

润增幅 ２１． ９７％，不良贷款

率 １． ３４％，ＣＥＩ 全国前列

最初失败． 更换行长后，非常

成功． ２０２０ 年末，净利润增

幅 ２０． ３３％， 不 良 贷 款 率

１. １６％，ＣＥＩ 全国前列

　 　 注： 根据安永咨询，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２０ 年，区域银行资产规模增幅从 ２３． ４３％降到 ９． ３％，平均净利润从 １７． ８６％降到 １０． ２％，２０２０ 年

平均不良率 １． ７３％．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４８—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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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呈现出压迫（主动或被动）传统银行做

出非线性内部改变的外部环境特征［６］ ． 第二，四
家银行高管有制定战略决策的自主权． 所选案例

均为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民营

企业或民资控股），因而高管在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具有较大的自主权． 第三，为控制银行异质性

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所选案例在初始的业绩、信
息科技投入、业务结构、收入类型等方面具有相

似性，这种相似性更容易体现高管认知对数字

化转型的影响． 第四，为进一步控制银行异质性

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银行规模、资源等），在研究

设计上选择两家因更换行长而经历从组织惰性

到创新的案例进行分析，从而更好地洞察潜在

因果关系． 最后是数据可得性考虑． 研究团队能

够通过以往合作关系网络和公开途径获取丰富

的一手和二手数据．
２． ２　 数据收集

本研究数据收集过程遵循“三角验证”的要

求，涵盖半结构化访谈、参与式观察获取的一手数

据，以及案例企业档案、上市企业数据库、在线社

交媒体的二手数据等． 具体如表 ２ 所示． 半结构化

访谈是本研究数据的主要来源． 研究者在 ２０１８ 年

至 ２０２０ 年末对四家银行进行了 ２ 轮至 ３ 轮共计

１１ 次半结构化访谈． 在开展调研前，研究团队会

根据访谈主题进行二手资料收集与整理，针对性

地梳理出核心访谈问题． 为使访谈资料尽量客观

正式，每次访谈采取一对一模式，访谈者人数在

３ 人至 ６ 人，访谈时长在 １００ ｍｉｎ 以内． 访谈对象

主要包括行长、高管团队成员、核心部门负责人及

员工，共计 ５２ 人次，平均时长 ６９ ｍｉｎ，整理录音文

本 ３８ 万字． 除了访谈数据外，研究团队还利用

Ｓｃｒａｐｙ 爬虫框架以“某某银行金融科技”、“某某

银行数字化”等 ８ 个关键词进行网页内容抓取，
结合内部文档（公司背景、高管简历、财务报表、
运营数据、投资者及合作伙伴介绍、人力内刊、业
务计划书）及媒体资料（上市公司年报、行业研

报、学术报告）等，获取 ３０３ 份文档数据． 其余数

据来源还包括参观企业运营现场，研究人员在不

影响目标企业员工数字化转型日常工作展开的前

提下，观察其的日常工作事宜、业务沟通，无录音

条件下旁听内部会议等． 以上三个方面资料形成

交叉验证以提升研究信效度．
表 ２　 案例数据来源

Ｔａｂｌｅ ２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ｖ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对

象
二手文档

现场

观察
半结构化访谈

银

行

网

页

媒

体
内部文档

会

议
调研 次数 被访者

Ａ ４３ ２９

Ｂ ３８ ２０

Ｃ ４７ ４８

Ｄ ３５ １１

公司背景、高管简历、财

务报表、运营数据、投资

者及合作伙伴介绍、人

力内刊、业务计划书

１ ２ ３（１５ 人次） 行长、职能主管（运营、技术、人力）、员工

１ ３ ２（１２ 人次） 行长、职能主管（运营、技术、市场、人力）、员工

２ ２ ３（１４ 人次） 行长、金融科技子公司、主管（运营、人力、市场）、员工

１ ３ ３（１１ 人次） 行长、金融科技子公司、主管（运营、市场、技术）、员工

　 　 　 注： Ｂ、Ｄ 包括更换行长前后．

２． ３　 数据编码与分析

本研究数据分析策略主要遵循 Ｃｏｒｂｉｎ 和

Ｓｔｒａｕｓｓ［５７］所倡导的“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范式，这种范式适合多个变量之间

关系的理论逻辑分析．
第一步，开放式编码．使用文本和受访者的原始

语句作为标签，从中发掘初始概念，共得到 ３８１ 条原

始语句，采用原生规则命名初始概念，共总结

６０ 个初始概念，归纳初始概念，形成 １７ 个核心概

念，整合相关核心概念，最终形成 ８ 个范畴（见表

３）． 第二步，主轴式编码． 依据“条件—行动 ／互动

和情感—结果”的逻辑关系，将开放性译码中得

到的各个范畴进行组合，以明确范畴间的逻辑关

系，形成轴线，发展主范畴． 根据不同范畴之间的

相互关系，归纳出 ３ 个主范畴，描述了高管认知形

成、确认和印迹三个阶段，详见表 ４、表 ５． 第三步，

—５８—第 １１ 期 李晓燕等： 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惰性———高管认知的作用



选择式编码． 在主范畴及其逻辑关联的指引下，把
各范畴系统地整合在一起，构建“故事线”． 本部

分所确定的基本故事关系是“技术威胁环境和高

管个人特征作为形成源，通过认知形成、确定和印

迹阶段，使能企业克服或加剧组织惰性的过程”．
该步骤会就每个主范畴中的条件、行动 ／互动策略

和结果要素的异同，以及整合三个主范畴进行跨

案例分析，整个过程不断与现有理论进行迭代，并
忠于数据，利用图表和关键要素打分来促进分

析［５８］，帮助提炼整合比较引发的可能对理论发展

产生贡献的研究命题． 上述三步并非线性递进，而
是不断穿插迭代．

表 ３　 编码结构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初始概念 核心概念 范畴

市场竞争压力 ｐ１１ ／客户批评压力 ｐ１２ ／媒体宣传 ｐ１３ 负面效应 Ｐ１

市场份额被蚕食 ｐ２１ ／客户流失 ｐ２２ ／利润损失 ｐ２３ ／业务被取代 ｐ２４ 遭受损失 Ｐ２

数字化趋势 ｐ３１ ／无法控制 ｐ３２ ／ 失去控制 Ｐ３

数字化变革的威胁
ＰＰ１

非 ＩＴ 教育背景 ｐ４１ ／ ＩＴ 教育背景 ｐ４２ 教育背景 Ｐ４

非 ＩＴ 职业背景 ｐ５１ ／ ＩＴ 职业背景 ｐ５２ 职业背景 Ｐ５
个人特征 ＰＰ２

关注新颖产品 ｃ１１ ／新颖技术 ｃ１２ ／新颖市场 ｃ１３ ／新颖商业模式 ｃ１４ 新颖 Ｃ１

追求卓越 ｃ２１ ／彻底脱离现状 ｃ２２ ／追求使命 ｃ２３ 成长 Ｃ２
创业性认知 ＣＣ１

关注工具 ｃ３１ ／生产效率 ｃ３２ ／高效执行 ｃ３３ 效率 Ｃ３

关注成本 ｃ４１ ／利润 ｃ４２ ／生存 ｃ４３ 会计 Ｃ４
工程性认知 ＣＣ２

警觉性 ｍ１１ ／深入洞悉 ｍ１２ ／自我效能感 ｍ１３ 领悟技术能力 Ｍ１

风险承受度 ｍ２１ ／搏一把 ｍ２２ 风险偏好 Ｍ２
认知形成机制 ＭＭ１

引入新技术 ｍ３１ ／引入新场景 ｍ３２ ／引入新数据 ｍ３３ ／跨界建立关系 ｍ３４ ／树立
能力形象 ｍ３５ ／扩大影响 ｍ３６ ／改造现有业务 ｍ３７

与外部资源互动 Ｍ３

独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ｍ４１ ／事业部 ｍ４２ ／条线制 ｍ４３ 权力分离 Ｍ４

认知确认机制 ＭＭ２

会议教导 ｍ５１ ／出差教导 ｍ５２ ／新员工培训教导 ｍ５３ ／邮件教导 ｍ５４ ／聊天教导
ｍ５５ ／公开演讲教导 ｍ５６

教导 Ｍ５

模仿高管 ｍ６１ ／成为表率 ｍ６２ 榜样 Ｍ６

认知印迹机制 ＭＭ３

员工 ＡＰＰｒ１１ ／流程自动化 ｒ１２ ／核验信息 ｒ１３ ／微信线下布码 ｒ１４ ／乐高式柜台
ｒ１５ ／嵌入或自建场景 ｒ１６ ／数字化网点 ｒ１７ ／业务敏捷 ｒ１８ ／客户营销体验 ｒ１９ ／用
户旅程 ｒ２０

商业模式创新 Ｒ１

双核驱动的 ＩＴ 架构 ｒ２１ 技术创新 Ｒ２

组织惰性（创新）ＲＲ１

　 　 　 注： 一级编码用 ｘ１１、 ｘ１２ 等标注，二级编码用 Ｘ１、 Ｘ２ 等标注，生成的范畴用 ＸＸ１、 ＸＸ２ 等标注．

表 ４　 主轴编码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ｐｉｎｄｌｅ ｃｏｄｉｎｇ

副范畴（逻辑主线）

条件 行动 ／ 互动策略 结果
主范畴

数字化变革的威胁 ＰＰ１
高管个人特征 ＰＰ２

认知形成机制 ＭＭ１
高管认知—创业性 ＣＣ１
高管认知—工程性 ＣＣ２

个人特征—高管认知

高管认知—创业性 ＣＣ１
高管认知—工程性 ＣＣ２

认知确认机制 ＭＭ２ 组织惰性（创新）ＲＲ１ 高管认知—组织惰性

高管认知—创业性 ＣＣ１
高管认知—工程性 ＣＣ２

认知印迹机制 ＭＭ３
员工认知—创业性 ＣＣ１
员工认知—工程性 ＣＣ２

高管认知—员工认知

—６８—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１１ 月



表 ５　 轴心编码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ｘｉ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

主范畴 对应范畴 范畴内涵

个人 特 征—
高管认知

数字化变革的威胁 ＰＰ１
高管个人特征 ＰＰ２
认知形成机制 ＭＭ１
高管创业性认知 ＣＣ１
高管工程性认知 ＣＣ２

行长意识到金融行业数字化威胁的存在

行长的技术和非技术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行长根据自身 ＩＴ 背景，形成对数字化转型的创业性或者工程性认知

行长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新颖性和成长性方面

行长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效率和会计方面

高管 认 知—
组织惰性

高管创业性认知 ＣＣ１
高管工程性认知 ＣＣ２
认知确认机制 ＭＭ２
组织惰性（创新）ＲＲ１

行长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新颖性和成长性方面

行长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效率和会计方面

行长根据自身的认知确定是否实施与外部资源互动和权力分离的战略行动

企业克服组织惰性，产生商业模式创新和技术创新

高管 认 知—
员工认知

高管创业性认知 ＣＣ１
高管工程性认知 ＣＣ２
认知印迹机制 ＭＭ３
员工创业性认知 ＣＣ１
员工工程性认知 ＣＣ２

行长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新颖性和成长性方面

行长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效率和会计方面

行长将其认知特征通过教导和榜样作用传递给其他员工的过程

其他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新颖性和成长性方面

其他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关注点在效率和会计方面

３　 案例分析

本研究案例分析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基于案

例素材涌现出认知形成、认知确认、认知印迹三大

阶段． 其次，整合三阶段开展比较分析．
３． １　 高管认知形成阶段

高管依据所处的外部环境信息以及自身的教

育、实践经历来形成对事物的认知［２０］，这一过程

称为认知形成阶段（见表 ６）．
这一阶段的形成源包括数字化威胁和高管个

人特征． 一方面，尽管威胁感知建立进程略有差

异，但所有分析单元中的高管都意识到了金融行

业数字化威胁的存在，与 Ｇｉｌｂｅｒｔ［１１］ 文献一致，主
要体现在负面效应、遭受损失、缺乏控制三方面：
如高管感觉到了来自资本市场、客户、媒体的压

力；又如高管无力防止因客户转向支付宝等数字

金融而造成的营业收入损失；再如，高管担忧数字

技术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超出银行的控制，无论

是否参与数字化发展趋势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高
管认知也受到其教育、职业背景这些后天个人特

征的影响． 研究的 ６ 个分析单元中，所有高管都是

本科以上，接受过经济、金融类、会计类专业教育，
尽管接受此类教育的时间略有差异，有的是本科，
有的是硕士或博士阶段． 所有高管均有长期银行

工作的经历． 如 Ｂ 老行长是农学学士，高级农经

师，在传统金融机构任职多年． Ｄ 老行长为经济学

硕士，高级经济师，有长期银行资本项目管理经

历． Ｃ 行长硕士博士就读经济金融专业，是高级经

济师． 此外，也注意到高管在 ＩＴ 背景上的差异． 从
ＩＴ 教育背景来看，Ｂ 新行长和 Ｃ 行长本科是信息

管理专业，Ｄ 新行长选修过计算机专业，而 Ａ 和

Ｂ、Ｄ 老行长⑤则没有接受过此类教育． 从 ＩＴ 职业

背景来看，Ｄ 新行长比较爱好技术，曾是中国互联

网金融协会成员，在之前银行经营过程中较早涉

入 ＩＴ 技术外包，Ｃ 行长曾任银行首席风险官和信

息官，分管科技金融事业部． Ｂ 新行长曾任银行软件

开发科科长，并有借调政府单位数字金融工作的经

历，而 Ａ 和 Ｂ、Ｄ 老行长则无相关职业经历．
这一阶段的形成机制涉及技术领悟能力和风

险倾向． 两者为数字化变革威胁背景下创业性认

知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一方面，丰富的 ＩＴ 知识和

从业经验是 ＩＴ 背景高管的专有资源，使其在警觉

性、信息挖掘、评估方面具备较大优势，有能力洞

察到数字化转型更多的新颖性问题． 另一方面，具
备 ＩＴ 背景的高管由于早期 ＩＴ 经历而被塑造并强

化出高风险倾向，故其在理解数字化转型时会提

高自身的风险承受度． 相比之下，不具备 ＩＴ 背景

的高管则相对缺乏这类技术领悟能力和风险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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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中“Ａ 和 Ｂ、Ｄ 老行长”简写是指“Ａ 行长、Ｂ 老行长和 Ｄ 老行长” ． 文中出现该写法的地方类推．



表 ６　 认知形成阶段范畴 ／典型引用语举例

Ｔａｂｌｅ ６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范畴 概念 典型引用语举例

数字化

变革威胁

ＰＰ１

负面效应

Ｐ１

媒体和专家总在宣传“银行恐龙论”（Ｃｘ４）

银行不断受到技术和以技术为武器的跨界竞争者的双重挑战（Ｂ∗ｘ２）

遭受损失

Ｐ２

各项业务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曾经作为 “利润中心”的线下渠道已经沦为“成本中心”（Ｂｘ４）

存量客户流失和筹资成本上升（Ｄ∗ ｓ２）

失去控制

Ｐ３

昨天的系统将使明天的银行瘫痪，我们可以让其减速，但无法让其停止． 数字化转型不是选择题是必答

题（Ａｘ７）

个人特征

ＰＰ２

教育背景

Ｐ４

大学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主修经济与金融，选修了计算机专业（Ｄ∗ｘ５）

本科信息管理，硕士博士经济金融专业（Ｃｘ３）

财政学本科、金融学硕士（Ａｘ２）

职业背景

Ｐ５

爱好技术，曾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在之前经营过程中较早涉入 ＩＴ 技术外包（Ｄ∗ｘ７）

高级经济师，曾在该行任首席风险官和信息官，分管科技金融事业部（Ｃｙ２）

曾任银行软件开发科科长，有借调机关事业单位数字金融工作的经历（Ｂ∗ｙ３）

认知形成

机制

ＭＭ１

领悟技术

能力 Ｍ１

他总是时刻关注 ＩＴ 领域的新动向，对企业的 ＩＴ 发展有着异于常人的警觉性（Ｃｙ５） ．

之前没有 ＩＴ 经历，缺乏相关专业性经验，很难敏锐地捕捉到新技术变动，洞悉其中更多创新机会（Ｂｘ２）

偏好风险

Ｍ２

他对数字化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充满担忧（Ｄｙ２）

之前技术工作中遭遇的危机，提高了我的风险承受度（Ｂ∗ｘ７）

他更愿意承担风险，艺高人胆大（Ｃｙ７）

行长总是小心翼翼、不敢折腾（Ａｙ３）

高管创业

性认知

ＣＣ１

新颖 Ｃ１

真正的数字化要跳出原有框架重新思考，重新定义和发现价值，颠覆现有价值链和商业模式（Ｃｘ１５）

它是以前没人做过的新事物，是从未解决的前沿领域之一，你能发挥想象力，使用数字化技术创建不同

故事（Ｄ∗ｘ２１）

成长 Ｃ２
最初的想法是彻底脱离现状，成为行业变革与进步的驱动力（Ｂ∗ｘ１９）

我关注的是利用数字化机遇，实现弯道超车，成长为卓越的公司，成为更好的生态型企业（Ｄ∗ｘ２３）

高管工

程性认知

ＣＣ２

效率 Ｃ３

关注如何因时而变、顺势而为，解决传统营销中的没有跟踪评价、效果无法评估、效率无法保障等现实困

难（Ｄｘ２）

我更关注数字技术对效率和成本的影响． 人工智能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处理效率、业务流程效率，云计算

大大降低了服务成本（Ｄｘ６）

会计 Ｃ４

探索完全新颖业务的成本很高，而且是立竿见影的，但回报似乎遥不可及，比起新颖性，我更在意研发成

本是否低（Ｄｘ８）

与阿里合作中，引入金融钉钉实施员工 ＡＰＰ 能帮我们快速提升效率，且投入成本也不高． 后面，阿里联

系了我们，想进一步就阿里云、数据中台合作． 我们没有跟进，毕竟投入大，搞不好还赔钱（Ａｘ２７）

最初的商业计划中指出，尽快实现盈亏平衡和财务可持续性是我们的首要目标（Ｂｓ４）

　 　 　 注： 其中 ｘ 代表来自于行长的访谈素材，ｙ 代表来自于其他人的访谈素材，ｚ 代表来自于观察的素材，ｓ 代表来自于二手的

素材． ＡＢＢ∗ＣＤＤ∗代表分析单元，Ｂ 是指老行长时期，Ｂ∗是指新行长时期． 正文中的引用语未列入该表中．

　 　 创业性认知和工程性认知成为这一阶段的结

果． 从创业性认知方面看，具备 ＩＴ 背景的高管借

助 ＩＴ 技术领悟能力和高风险倾向，从而倾向于关

注数字化转型中的新颖性和成长性问题． 一方面，
高管强调了新颖性是其关注的焦点． Ｂ 新行长认

为它触及无法触及的市场，并提供全新的平台和

视角，涉及从交易思维向平台思维转变． Ｃ 行长重

申数字化转型在于颠覆传统，发现新价值和新商

业模式． Ｄ 新行长在描述他启动数字化转型的动

机时，表现出对数字化概念新颖性的兴奋，认为信

息技术将引领业务转变． 另一方面也增加对成长

的期望． Ｃ 行长认为数字化可以让其共建开放融

合的跨界生态，成长为“民营银行的旗帜”． Ｄ 新

行长期待成为卓越的数字化生态型企业． Ｂ 新行

长最初的想法是让银行彻底脱离现状，成长为金

融行业变革与进步的驱动力． 从工程性认知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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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具备 ＩＴ 背景的高管则相对缺乏技术领悟能

力和高风险倾向，在数字化转型中，更有可能增加

涉及效率和会计可靠性问题的关注． 一方面其参

与数字化变革的原因是要生存下去或者有利可

图；另一方面仅关注到数字化对企业生产效率的

提升机会．
３． ２　 高管认知确认阶段

高管通过制定相应战略行为来确认其认

知［２０］，这一过程称为认知确认阶段（见表 ７）．
这一阶段的形成源是高管的创业性认知和工

程性认知． 持创业性认知的高管更多关注数字化

转型中新产品、新市场、新商业模式上的挑战及企

业的成长． 因此，希望制定相应战略行为来解决新

颖性和成长方面的问题． 持工程性认知的高管更

多关注数字化转型中高效、有效地生产产品并将

其交付给客户的问题． 因此，希望制定相应战略行

为来解决效率和会计方面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认知确认行为包括聚焦外部资源

和权力分离． 首先，聚焦外部资源能为企业带来实

现新颖性和成长等潜在发展机遇相关的最新资

源． 这些关键资源表现为新技术、新数据、跨界生

态圈等． 研究的 ６ 个分析单元中，Ｃ 和 Ｂ、Ｄ 新行

长时期与众多外部资源（阿里、华为、微众银行、
蚂蚁集团、天猫、头条等）建立了深度合作，以获

取并利用新资源引领业务转变． 如与蚂蚁集团合

作引入区块链技术，以获得实现产融结合平台的

信任基石． 与阿里、华为进行战略合作，专注于引

入大数据、数据中台技术，以获得内部资源无法提

供的数据分析、治理、模型等方面支撑，从而助力

银行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 与支付宝、头条、饿了

么、天猫等各行业的大流量平台合作，将金融服务

嵌入丰富的新业务场景中，以积累大量不同场景

下客户消费习惯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交易

数据、属性数据、行为数据等），为银行衍生更多

产品及服务提供了可能． 此外，Ｃ 和 Ｂ、Ｄ 新行长

时期还通过与外部物流行业、家电行业、农产品行

业等互动引领业务转变，构建产融结合生态圈，以
成长为数字化生态型企业． 如为物流企业提供线

上一体化综合金融解决方案；为家电集团量身定

制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收单综合解决方案，帮助

其解决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分割、集团无法掌握经

销商销售资金情况及资金流和信息流脱节等

问题．
但同时，与外部资源深入互动必然投入时间

长，成本多，从短期看缺乏效率和不经济． 也注意

到 Ａ 和 Ｂ、Ｄ 老行长，不像 Ｃ 和 Ｂ、Ｄ 新行长引入

多样化技术和引领多业务转变，其倾向于引入单

一技术，聚焦现有的某块业务，用引入数字技术支

撑现有业务以优先保障效率和经济利润，如 Ａ 聚

焦零售业务，引入单一的风险防范技术，如人脸识

别、ＧＰＳ 定位、图像水印，降低现有零售业务风险．
２０１８ 年接入一些外部政府平台，利用法院、工商、
海关、税务等政务数据，核验信息，降低零售融资

业务风险，提高现有企业融资业务效率和准确性．
２０１９ 年聚焦现有内部流程，引入金融钉钉技术，
实施员工 ＡＰＰ，助力现有业务的沟通效率． Ｂ 聚焦

三农融资信贷业务，购买单一技术—云扩 ＲＰＡ 系

统支撑现有业务，改进银行资信监控流程、日报表

整合流程． Ｄ 聚焦信贷业务，购买单一技术—云扩

ＲＰＡ 系统，改进银行分期放款流程和发票验真流

程，以实现流程自动化，提高运营效率．
其次，权力分离能为企业带来实现新颖性和

成长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效率． 实现权力分离的组

织结构改革表现为成立独立金融科技子公司、构
建事业部组织架构． 一方面，Ｃ 和 Ｂ、Ｄ 新行长通

过成立独立金融科技子公司限制了金融科技战略

和日常运营不同的认知状态之间切换，使金融科

技负责人能够保持专注，降低疲劳提升创新敏锐

度，更清晰地思考并提供更新颖的想法，子公司负

责人表示：“日常运营需要在短期内回顾并考虑

明确定义问题的具体指标，金融科技战略制定要

求着眼于长期，并考虑模糊问题，这是非常不同的

任务，切换起来既费时又费力”． 另一方面，成立

独立金融科技子公司和构建事业部组织架构有助

于加强金融科技负责人在团队成员和外部利益相

关者中的正式权威地位，提高实施新颖性商业模

式的效率，子公司负责人曾坦言：“在这个行业的

优势是专业知识（专家），现在又拥有权力，更容

易说服他人接受我的新颖想法”． 最终，Ｃ 和 Ｂ、Ｄ
新行长均成立 １ 家—２ 家独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并构建事业部组织架构． 但同时，也注意到关注效

率和成本的 Ａ 行长和 Ｂ、Ｄ 老行长，依然坚持采用

沿袭多年的条线制，主要依靠垂直命令进行业务

管理，未成立独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一方面认为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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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对决策的控制权，有利于控制数字化变革过程

中的异常反应，提高效率． 观察到 Ａ 行长亲任数

字化转型推进会的主任委员主管数字化业务战

略，业务拓展部的负责人则辅助做出战略、财务和

人员聘用决策． 另一方面认为将数字科技业务部

门与银行相分离将在很大程度上丧失现有优势，
增加成本． Ｂ 老行长介绍说：“我们的基本战略是

整合，完成信息技术管理部、软件开发中心和数据

中心内部组织架构、流程的梳理、整合和优化，这
样能充分利用银行现有的资产，节约成本”． 这也

导致数字化科技部门依然整合在所属的银行企业

的内部． 随着时间的推移，尽管 Ａ 和 Ｂ、Ｄ 老行长

时期时常进行组织结构的调整，如完善市场化激

励机制，通过增加技术人员数量，将技术人员或数

据分析人员派驻到业务部门工作来缩短信息传递

过程和问题解决周期，但是条线制的大结构始终

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试验和创新成为这一阶段的结果． 在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Ｃ 和 Ｂ、Ｄ 新行长时期以不同形式深

度参与到试验中，实现了乐高式柜台、场景嵌入、
数字化网点、客户营销体验、用户旅程、巡检机器

人、智能投顾、产融结合平台等众多商业模式内容

及结构的创新． 如受到游客旅程的启发，重新定义

银行服务逻辑和客户体验，将用户旅程切分为渠

道触达、落地页、下载注册、身份认证、信息填写等

１４ 个转化节点，并借助大数据技术为每一个模块

的转化率设定目标，制定不同渠道（如短信、电话

外呼等）、不同时间（如 ２ ｈ、１２ ｈ 等）的活动提醒

用于激活用户（对已经注册的用户提供免息券，
对完成认证的用户提供折扣券等），以推动客户

体验的巨大变革． 又如基于阿里云的技术，提出数

字化网点的想法，通过对银行网点内部的视频流

进行各种维度的数据分析，从而指导网点的日常

运营，包括应开放几个柜台、什么时候提供服务、
柜台办理哪类业务等，推动网点发生巨大变化． 再
如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通过投资者风险

偏好、资产组合等算法模型，为普通人提供透明、
廉价、普惠的智能投顾服务． 最后，还通过嵌入和

自建场景，形成产融结合的产业互联网生态，推动

商业模式创新． 当然，Ａ 和 Ｂ、Ｄ 老行长时期的试

验甚少，创新仅停留在员工 ＡＰＰ、流程自动化、微
信线下布码等．

表 ７　 认知确认阶段范畴 ／典型引用语举例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范畴 概念 典型引用语举例

高管认知 见表 ３ 见表 ６

认知确认

机制

ＭＭ２

与外部

资源互动

Ｍ３

阿里云提供覆盖底层架构到上层应用的全栈式技术平台方案，其中包括金融云基础设施平台、金融级

分布式架构整体技术平台、数据中台、移动端开发平台、移动协同平台等一系列技术（Ｃｙ１５）
我们专注于引入华为大数据平台，将大数据用于客户体验、客户画像等（Ｃｙ１１）
携手阿里云搭建数据中台，沉淀类似用户画像、标签等通用场景数据，省去很多重复工作极大提高数

据服务的时效性、准确性、可视化，高效支撑智能营销、智能风控等（Ｂ∗ｙ１１）

与华为的合作重点放在数据治理和分析上，讨论了如何通过它们来创造新的增长点（Ｄ∗ ｙ６）
依托区块链等技术推出涌金票据池、资产池和应收款链平台等，平台内的企业将票据、应收款等资产

入池，获得授信，进行融资，也可直接用票据交易（Ｄ∗ｙ７１）
我们较少与外部技术公司合作，２０１９ 年，引入阿里金融钉钉算是一次，效率提升很多（Ａｙ２３）
资信监控流程，从商户信息获取、商户变更信息比对、到最后风险信息汇总及通过邮件方式发送到业

务部门，通过云扩 ＲＰＡ，实现了自动化（Ｂｙ１７）

权力分离

Ｍ４

我们在全国率先启动全面的“事业部”组织架构变革，形成以公司银行、零售银行、金融市场、数字银行

四大专业化经营的事业总部（Ｃｙ１８）
我们大刀阔斧地推进组织架构改革，构建“一部、三中心、一公司、一研究院” （金融科技部、业务研发

中心、数据中心、软件开发中心、金融科技有限公司、金融科技研究院）新布局（Ｂ∗ｙ８）
新行长上任后，我们着手打破系统级、部门级等画地为牢的观念限制，打破现有的以部门为中心的业

务竖井，按照模块化标准重构业务系统，实现“纵向流程不断点，横向系统不隔离”（Ｄ∗ｙ２）
我们观察到 Ｂ 要求由银行行长来批准所有高管的聘用． 数字化业务部门必须严格遵循详细的预算安

排，在业务规划方面的自主权很小（Ｂｚ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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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７
Ｔａｂｌｅ ７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范畴 概念 典型引用语举例

高管认知 见表 ３ 见表 ６

创新

（克服组

织惰性）
ＲＲ１

商业模式

创新 Ｃ１

我们对客户交易数据进行分析，通过算法构建流失预测模型，挖掘在近度指标（最近一次转账、取款、
刷卡等行为的时间间隔）、频度指标（交易频次、线上业务登录频次、积分权益兑换）、额度指标（资产

余额、消费金额、积分剩余、贷款余额等）表现不佳的潜在流失客群． 为了实现客户挽留，我们搭建了体

系化的智能决策机制，形成 ４００ 多个子策略（Ｃｙ５１）
我们尝试推广乐高式的银行柜台，网点可根据自身类型及业务办理需要配置“公共 ＋ Ｎ”模块，“插件”
即插即用，灵活搭建特色场景（Ｃｙ５３）
由产品视角向场景视角转变，基于 ＡＰＩ 平台和金融生态云平台，将支付、融资、理财等服务嵌入个人和

企业的生产经营、医疗、旅游、社交等各种综合场景进行获客，促进交叉销售（Ｃｙ５５）
过去，银行多个业务条线都将营销重心放在活跃高端客群，营销时点的选择也十分相似，都集中在节

日或者年度大促等关键时点，对该客群造成了明显的过度营销． 现在，通过整合全渠道触点，打通数据

孤岛，统一收集各渠道营销触达数据，最大程度降低过度打扰（Ｂ∗ｙ１９）
“巡检机器人”可以模拟客户提前发现 ＡＰＰ 使用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断点、卡顿等，凭借前置发现问题

更好提升客户体验（Ｄ∗ｙ７０）

技术创新

Ｃ２

均实现了向核心业务系统与开放式生态系统“双核驱动”的 ＩＴ 架构转型，打造了 ＡＩ 中台、银行私有

云、数据中台、分布式 ＰａａＳ 云平台、项目可视化平台等基础平台（Ｂ∗ＣＤ∗ ｚ）
没有吐故纳新，依然是核心业务系统的 ＩＴ 架构（ＡＢＤｚ）

　 　 　 注： 同表 ６．

３． ３　 高管认知印迹阶段

高管的认知特征，如关注点、思考方式等深深

植根于其他成员的过程称为认知印迹阶段［４５， ４９］

（见表 ８）．
这一阶段的形成源是高管的创业性认知和工

程性认知． 这一阶段的形成机制包括教导和榜样

机制． 教导机制主要表现为高管通过早期正式和

非正式互动（如会议、商务出差、正式演讲、电子

邮件摘要、聊天、培训、项目）向团队成员植入思

维、愿景和关注点． 教导是这一阶段员工将高管认

知（关注点和思维模式）内化的关键路径，Ａ 和 Ｂ
老行长以不同形式深度参与到工程性认知的教导

过程，并且其他成员思维的改变也源自教导． 如 Ａ
行长在内部电子邮件中反复宣扬效率优先． 在与

金融科技部门工程师的会议上赞同，将重点放在

高效及时的执行上，而不是新想法上． 当然，Ｄ 老

行长表示这类教导较少，“和员工好像是两条平

行线，在影响员工方面做的不够”． 仅观察到他在

人力资源培训会议上强调了对转型效率的关注，
提出为数字化转型的高效实施设置量化激励措

施，把数字化学习纳入 ＫＰＩ 考核，但之后并没有落

实． Ｃ 和 Ｄ 新行长也以不同形式深度参与到创业

性认知的教导过程，并且其他成员思维的改变也

源自教导． 如 Ｃ 行长定期组织会议，鼓励每个人

分享其他行业的新颖例子，以寻找灵感解决与商

业模式相关的问题． 依托类似“黑客马拉松”创新

项目招募跨部门、跨领域的员工参加，一同进行产

品创新，以培养员工在数字化方面的创新思维和

能力． Ｄ 新行长在新员工培训会议和电子邮件摘

要中反复强调企业成长问题等． 以及不断强调和

突出符合新颖性目标的积极行为，表扬具有积极

行为的员工和管理者，通过定期调研来检查氛围

趋势是否指向正确的方向． Ｃ 和 Ｄ 新行长均认为

“对于领导者来说，首要任务是如何在这个过程

中指引创新、成长的方向，并通过各种激励方式

（集会、意见调查、内部研讨、征文等）汇聚人心，
带领中层骨干和基层梯队成员‘打起火儿’”． 但
是，Ｂ 新行长则相对缺乏创业性认知的教导，仅观

察到在新员工培训上教导新员工与外界建立桥

梁，以获取新颖性． 榜样机制主要是指高管被视为

强有力的榜样，提供内在的灵感或暗示供员工效

仿． 这个过程不同于教导，后者涉及高管有目的的

（互动）行动来教给员工一些特定的东西． 相比之

下，榜样建模不一定基于直接交互，也不一定具有

教学目的［４９］ ． Ｃ 和 Ｄ 新行长时期的员工通过近距

离观察数字化转型中高管的风格、思维方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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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对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试图在更抽象的层

面上思考有关企业卓越、使命、彻底脱离现状等成

长性问题． Ａ 和 Ｂ 老行长时期的员工主要模仿高

管对效率和成本的关注． Ｂ 新行长和 Ｄ 老行长时

期效仿高管的行为偏少．
这一阶段，高管教导、榜样作用对员工的思想

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不是简单地执行高管

的命令，而是采用了高管的思维方式． 在数字化转

型过程中，有些员工形成注重效率和利润的认知，
在运作时专注于提出更有效率和节约成本的解决

方案． 而有些员工已经有了创业性认知并进行

实践．
表 ８　 认知印迹阶段范畴 ／典型引用语举例

Ｔａｂｌｅ ８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ｍ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ｑｕｏｔａｔｉｏｎｓ

范畴 概念 典型引用语举例

高管认知 见表 ３ 见表 ６

认知印迹

机制

ＭＭ３

教导

Ｍ５

效率是我们都信奉的目标，就像行长在电子邮件中宣扬的那样． 转型以来，这一直是他的想法，他是

这方面的主要推动力． 这在过去几年中也影响了我们（Ａｙ８）

我们在带有白板的房间里开会，标题为‘新想法’，他鼓励突破本行业实践的界限，我开始以跨界的

方式思考转型（Ｃｙ３０）

在新员工培训会议和电子邮件摘要中他总是谈到企业的成长、使命，如何成长为价值领先银行，并鼓

励我们将企业成长和个人成长紧密联系在一起，这让我感到鼓舞（Ｄ∗ｙ２８）

榜样

Ｍ６

他非常勤奋，总是对新鲜事物持开放态度． 从观察他的风格、思维方式中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成了我

模仿的榜样，我想变成那样（Ｃｙ３４）

我常提醒自己要有正确的价值观、信念，因为我知道员工会效仿，上梁不正下梁歪（Ｄ∗ｘ２７）

我从行长如此有魄力且努力地推动企业成长的勇气中得到了启发（Ｄ∗ｙ３１）

行长总是小心成本，我也强调与程序员的有效实施（Ｂｙ５）

员工创业

性认知

ＣＣ１

新颖

Ｃ１

新行长追求新颖的思路对我有启发，现在我在选择技术经理时，更关注他在创新性方面的特质，而不

是执行效率（Ｃｙ３５）

我现在采用了行长的创新思维，抵制不够新颖的市场推广方式，直到明确有创意的想法出现（Ｄ∗

ｙ３７）

在我第一次参加会议时，了解到新颖性很重要，现在这也是我的工作原则（Ｃｙ３９）

我会根据新颖性来确定优先顺序，这是我增选新业务的主要标准．没有太大新颖性的，不会实施（Ｄ∗ｙ４２）

成长

Ｃ２

我总是惊讶于行长在企业成长层面上思考，我也尝试这样做，在发布网站内容、媒体宣传方面，会仔

细考虑是否与企业成长目标相一致（Ｄ∗ｙ４５）

现在手下的员工更关注这些商业模式是否有助于企业成长，这就是教导的意义所在（Ｃｘ３３）

在引入外部资源时，成本不是主要优先事项，我们通常坚持是否有利于企业成长的标准，因为它更不

容易产生争论，团队也会更快地达成一致（Ｄ∗ｙ４７）

员工

工程性

认知

ＣＣ２

效率

Ｃ３

效率在议程中非常重要，我们试图通过购买 ＲＰＡ 来改进流程，减少额外的工作，将 ＲＰＡ 这样用，可能

大材小用，对新颖性产生负面影响，但我们的目标是效率（Ｂｙ１１）

我们根据对如何在这个领域有效运作的理解来确定优先顺序，这是我们在在线网站上实施的主要标

准． 有时会测试新功能，但通常会降低运营效率，所以不会推出（Ａｙ１３）

效率是主要优先事项，我们应该坚持现有条线制结构，这样有利于整合资源，高效转型，而不是实施

劳民伤财的组织结构变革（Ｂ∗ｙ２２）

会计

Ｃ４

以前对数字化转型没有经验，现在我经常在牢记商人利益的情况下试图弄清楚它会是什么样子

（Ａｙ１７）

更多关注在日常工作环节中如何节约成本，提升利润（Ｂｙ１４）

我在这里（会议）学会了始终首先考虑尽快盈利． 想法可以很有趣，也可以很有创意，但每次会议都

会出现有关成本的问题，所以现在在任何情况下，我首先问关于成本的问题（Ａｙ１９）

　 　 　 　 注： 同表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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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　 整合三阶段比较分析

认知形成、认知确认、认知印迹三阶段有可能

随着时间发生交互，因此整合三阶段进行比较分

析，以期获得更多理论见解． 依据表 ３ 中的数据结

构，对 ６ 个分析单元的形成源、形成要素和形成结

果进行打分（详见表 ９）． 在打分过程中，首先由研

究小组中的 ２ 名成员再一次通读案例资料，然后

依据表 ３ 中的初始概念，独立进行核心概念的

５ 级制打分． 对于有争议的打分，由研究小组全体

成员讨论并迭代文献及请教企业高管或行业专

家，确定最后得分． 鉴于高管在教育和职业背景上

的多样化，区分了来自于高管的 ＩＴ 教育 ／职业背

景以及非 ＩＴ 教育 ／职业背景（如经济、金融类、会
计类专业教育，长期银行非 ＩＴ 类工作经历等），以
此更审慎地揭示高管认知的生成过程，探索 ＩＴ 背景

（教育 ＋职业）对后续克服组织惰性实践的影响．
表 ９　 整合三阶段定量对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９ Ｃｒｏｓｓ⁃ｐｅｒｉｏｄ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范畴 核心概念 Ａ Ｂ Ｂ∗ Ｃ Ｄ Ｄ∗

数字化

变革威胁

ＰＰ１

负面效应 Ｐ１ ４ ４ ５ ４ ４ ５

遭受损失 Ｐ２ ５ ５ ５ ４ ５ ５

失去控制 Ｐ３ ５ ５ ４ ４ ５ ４

合计得分 ／总 １５ 分 ０． ９ ０． ９ ０． ９ ０． ８ ０． ９ ０． ９

个人特征 ＰＰ２
教育背景 Ｐ４ ０∗ ＋ ５ ０∗ ＋ ５ ５∗ ＋ ３ ５∗ ＋ ４ ０∗ ＋ ５ ４∗ ＋ ５

职业背景 Ｐ５ ０∗ ＋ ５ ０∗ ＋ ５ ４∗ ＋ ５ ５∗ ＋ ５ ２∗ ＋ ５ ４∗ ＋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０∗ ＋ １ ０∗ ＋ １ ０．９∗ ＋０．８ １∗ ＋ ０． ９ ０． ２∗ ＋ １ ０． ８∗ ＋ １

高管创业

性认知 ＣＣ１

新颖 Ｃ１ ／ ／ ５ ５ ／ ５

成长 Ｃ２ ／ ／ ５ ５ ／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 ／ １ １ ／ １

高管工程

性认知 ＣＣ２

效率 Ｃ３ ５ ５ ／ ／ ４ ／

会计 Ｃ４ ５ ５ ／ ／ ４ ／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１ １ ／ ／ ０． ８ ／

员工创业

性认知 ＣＣ１

新颖 Ｃ１ ／ ／ ３ ４ ／ ５

成长 Ｃ２ ／ ／ ３ ４ ／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 ／ ０． ６ ０． ８ ／ １

员工工程

性认知 ＣＣ２

效率 Ｃ３ ４ ４ ／ ／ ２ ／

会计 Ｃ４ ４ ４ ／ ／ ２ ／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０． ８ ０． ８ ／ ／ ０． ４ ／

认知形成

机制 ＭＭ１

技术领悟能力 Ｍ１ ２ ２ ５ ５ ３ ４

风险偏好 Ｍ２ ２ ３ ５ ５ ２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０． ４ ０． ５ １ １ ０． ５ ０． ９

认知确认

机制 ＭＭ２

外部资源互动 Ｍ３ ２ ２ ４ ５ ２ ５

组织结构改革 Ｍ４ １ １ ４ ５ １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０． ３ ０． ３ ０． ８ １ ０． ３ １

认知印迹

机制 ＭＭ３

教导 Ｍ５ ５ ５ ２ ５ ２ ５

榜样 Ｍ６ ３ ３ ２ ４ ２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０． ８ ０． ８ ０． ４ ０． ９ ０． ４ １

创新 ＲＲ１

（组织惰性）

商业模式创新 Ｒ１ １ １ ３ ５ ２ ５

技术创新 Ｒ２ ２ １ ４ ５ ２ ５

合计得分 ／总 １０ 分 ０． ３ ０． ２ ０． ７ １ ０． ４ １

　 　 　 　 　 注： ＡＢＢ∗ＣＤＤ∗代表分析单元，Ｂ 是指老行长时期，Ｂ∗是指新行长时期． ∗表示 ＩＴ 教育背景 ／ 职业背景 ／ 表示创业

型或工程型认知不明显． 依据初始概念和文字材料进行核心概念的 ５ 级制打分，５ － 显著；４ － 较显著；３ － 中等；

２ － 不太显著；１ － 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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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比发现在认知源上，所有分析单元的

高管都感知到典型的金融行业数字化威胁（≥
０. ８）；在个人特征方面，除 Ｂ 新行长和 Ｃ 行长本

科信管专业，研究生才开始学习经济金融外，所有

高管都从本科开始接受过经济、金融专业教育

（ ＝ １）． 显著不同的地方表现在 ＩＴ 背景． Ｃ 和 Ｂ、Ｄ
新行长拥有丰富 ＩＴ 背景（≥０． ８）． 相反 Ａ 和 Ｂ、Ｄ
老行长则缺乏 ＩＴ 背景（≤０． ２）． 具备显著 ＩＴ 背景

的 Ｃ 和 Ｂ、Ｄ 新行长在数字化转型中，形成了创业

性认知（ ＝ １），反之，Ａ 和 Ｂ、Ｄ 老行长则形成了工

程性认知（≥０． ８）．
在认知机制上，Ｃ 和 Ｂ、Ｄ 新行长都具有较为

丰富的创业性认知形成机制（≥０． ９）和确认机制

（≥０． ８），高管通过与外部资源互动和权力分离行为

克服组织惰性，实现创新；Ａ 和 Ｂ、Ｄ 老行长具有较为

深入的工程性认知形成机制（创业性认知形成机制

≤０．５）和确认机制（创业性认知确认机制≤０． ３）． 值
得注意的是 Ｂ 和 Ｄ 样本中新老行长的认知印迹机

制．对比 Ｂ 新老行长的认知印迹得分，可知 Ｂ 的老行

长给员工传递了较强的工程性认知（ ＝０． ８），并且新

行长在移植创业性认知的教导和榜样过程做得并不

好（ ＝０． ４），导致在新行长任职期间，员工创业性认

知并不显著（ ＝０． ６）． 相同逻辑，对比 Ｄ 新老行长的

认知印迹得分，可知 Ｄ 的老行长给员工仅传递了较

弱的工程性认知（ ＝０． ４），并且新行长在移植创业性

认知的教导和榜样过程做得特别好（ ＝１），导致在新

行长任职期间，员工认知受到之前行长影响不大，而
更多接纳了新行长认知，员工创业性认知特别显著

（ ＝１）．
在创新结果上（表 １０），持有工程性认知的 Ａ

和 Ｂ、Ｄ 老行长时期存在组织惰性（创新≤０． ４），
持有创业性认知的 Ｃ 和 Ｄ 新行长时期出现明显

商业和技术创新（ ＝ １）． 值得注意的是，对比 Ｃ 和

Ｄ 新行长时期，同样持有创业性认知 Ｂ 新行长时

期的创新差强人意（ ＝ ０． ７）． 比较 Ｂ 新行长和 Ｄ
新行长时期，两者唯一不同在于员工认知（Ｂ∗ ＝
０． ６，Ｄ∗ ＝ １），由此推理，员工认知调节了创业性

认知和组织惰性之间的关系．
表 １０　 整合三阶段定性对比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Ｃｒｏｓｓ⁃ｐｅｒｉｏｄ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分析单元 高管认知 员工认知 认知形成 认知确定 认知印迹 创新

Ａ 工程性 工程性 强 强 强 弱

Ｂ 工程性 工程性 强 强 强 弱

Ｂ∗ 创业性 非创业性 强 强 弱 比较强

Ｃ 创业性 创业性 强 强 强 强

Ｄ 工程性 非工程性 强 强 弱 弱

Ｄ∗ 创业性 创业性 强 强 强 强

　 　 　 　 注： ＡＢＢ∗ＣＤＤ∗代表分析单元，Ｂ 是指老行长时期，Ｂ∗是指新行长时期．

４　 高管认知对组织惰性的影响

本部分将基于案例分析，揭示高管认知的具

体机制，构建出一个反映数字化转型中高管认知

如何影响组织惰性的动态机理模型（见图 １）．
４． １　 高管认知的形成机制

来自 ６ 个分析单元的组内及组间证据表明，
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中，拥有 ＩＴ 职业背景的高管，
有较强的数字化洞悉能力和较高的风险承受力．
风险倾向越高，对数字化的技术领悟能力越高，越
有助于形成关注数字化转型中创业问题的心理模

式． 在 Ｂ 样本中，相比一直在传统金融机构任职

多年，将数字化转型视为“银行的生存之战，速度

和效率是关键”的老行长，拥有 ＩＴ 研发和金融背

景的新行长，明显更有数字化洞察能力和风险担

当意识，继而提出要利用数字技术彻底脱离现状，
创新和成长是关键． 正如 Ｂ 业务经理所说：“新行

长丰富的 ＩＴ 从业经验使其在数据挖掘和信息处

理方面具备较大优势，有助于洞察到更多的创新

机会，精准把握创新方向”． 类似地，在 Ｃ 样本中，
曾在该行任首席风险官和信息官，分管科技金融

事业部的行长选择了“谋数字创新，求跨界转型

发展，共建开放融合的跨界生态”道路． 在 Ｄ 样本

中，爱好技术，曾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成员，在
之前银行经营过程中较早涉入 ＩＴ 技术外包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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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长，对自身的技术领悟力非常自信，在数字化转 型中坚持“创新引领，挖掘转型新内涵”．

图 １　 数字化变革威胁下高管认知克服 ／加剧组织惰性的模型

Ｆｉｇ． １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ｒｓ’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ｅｒｔｉａ

　 　 命题 １　 具备 ＩＴ 职业背景⑥的高管通过较高

的技术领悟能力和风险倾向在数字化转型中易形

成创业性认知，反之易形成工程性认知．
４． ２　 高管认知的确认机制

来自 ６ 个分析单元的组内及组间证据表明，
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中，具备创业性认知的高管通

过聚焦外部资源和权力分离行为来确认认知，而
具备工程性认知的高管通过聚焦组织现有资源和

权力收缩行为来确认认知． 在 Ｂ 样本中，在老行

长的带领下，银行聚焦当前狭窄领域—三农融资

信贷市场，购买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单一核心数字

技术—云扩 ＲＰＡ（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系统，改进

银行资信监控流程，提高运营效率，坚持采用沿袭

多年的条线制，集中控制，依靠垂直整合过程将技

术效率扩展到其极限． 相比较新行长上任后，银行

不断跨领域寻找具有潜在机会的合作者，如华为、
阿里云、棉纱行业等，寻求实现未来产品和市场的

多样化新技术—云计算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

能等，大刀阔斧地推进科技组织架构改革，构建灵

活分散的组织结构，成立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类似

地，在 Ｄ 样本中，更换行长前，银行主要吸收同业

的实践成果，购买单一的数字技术—云扩 ＲＰＡ 系

统，实现现有分期放款流程和发票验真流程的自

动化，提高运营效率． 在管理系统上，坚持集中控

制，没有组建扁平化、信息化和集约化的“轻组

织”管理模式，没有成立金融科技子公司． 相比

较，更换行长后，银行不断跨领域寻找合作者，如
华为、蚂蚁链、饿了么、天猫、物流行业，寻求实现

未来产品和市场的多样化新技术—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打破现有的以

部门为中心的业务竖井，按照科技金融、场景智慧

金融等业务设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成立金融科

技子公司．
同时，６ 个分析单元亦表明，聚焦外部资源通

过为企业带来实现企业新颖性和成长的潜在发展

机遇，克服组织惰性． 同时，权力分离通过避免认

知切换，提升公司创新敏锐度，以及利用所有权

（正式权力来源）促进创新的实施，来克服组织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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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在 Ｂ 样本中，采纳聚焦现有资源和权力收缩

行为的老行长时期，银行主营业务依然为传统的

存款、贷款、支付结算等． 相比较采纳聚焦外部资

源和权力分离行为的新行长时期，银行不断创新

业务和产品，如小微金融、场景 ＋平台 ＋体验新零

售、智能支付清算、农产品电商． 类似地，在 Ｄ 样

本中，采纳聚焦现有资源和权力收缩行为的老行

长时期，银行的主营业务依然为传统的存款、贷
款、支付结算等． 相比较，采纳聚焦外部资源和权

力分离行为的新行长时期，银行不断创新业务和

产品，如巡检机器人、智能柜台、智能营销、购物商

城、场景金融． 依托“互联网 ＋ ”、区块链等技术推

出票据池、资产池和应收款链平台等业务． 携手产

业链平台，为采购双方提供包括采购交易、仓储物

流、信息服务、金融信贷等在内的一系列服务．
命题 ２　 在数字化转型中，具备创业性认知

的高管通过聚焦外部资源和权力分离克服组织惰

性． 具备工程性认知的高管通过聚焦现有资源和

权力收缩加剧组织惰性．
４． ３　 高管认知的印迹机制

来自 ６ 个分析单元的组内及组间证据清晰勾

勒出在数字化转型情境中来自上级的认知信息

（可信性）如何通过社会化过程（可获性）影响并

改变下级员工的认知，拓展了认知与组织变革领

域的动态研究． 在 Ｂ 样本中，老行长时期，银行致

力一系列社会化强化过程（教导和榜样）来灌输

“关注效率和成本”的认知，例如电子邮件中反复

宣扬效率优先，会议上赞同将重点放在高效及时

的执行上，培训上强调了对转型效率的关注等． 基
于对领导的信任（沟通是权威和可靠的）以及密

集的灌输（可获性），即使最初持有与领导相矛盾

认知的员工也逐渐改变了他的想法，“老行长很

早就将公司推向了效率，这一直贯穿于公司的发

展，团队在运作时考虑到了效率，我之前追求‘有
趣’的想法也受到了改变”． 新行长上任后，尽管

自身拥有创业性认知，但是不太注重采用密集的

社会化过程（教导和榜样）来灌输“创新和生长”
核心认知，员工由于缺少接触新的和可信的信息

源的途径，导致在新行长任职期间，员工创业性认

知形成并不显著． 新行长反思到：“在说服员工们

接受数字化愿景，强调创新和成长文化，通过共识

连接更多的同盟者方面做得远远不够”． 类似地，

在 Ｄ 样本中，新行长在移植创业性认知的教导和

榜样过程做得特别好，反复强调“自上而下理念

和思维的转变，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并开展很

多社会化活动． 导致在新行长期间，Ｄ 的员工更多

改变了过去认知，接纳了新行长认知，“他总能找

到新颖的解决方案，这与我过去的经历大不相同，
我现在也开始寻找金融之外的想法来实施”．

命题 ３　 在数字化转型中，高管的创业性认

知或工程性认知通过教导和榜样的社会化过程传

递给员工．
４． ４　 高管认知效应的调节机制

通过来自 ６ 个分析单元的组内及组间证据表

明，随着时间推移，受到高管认知印迹的员工逐渐

形成了工程性或创业性认知． 被高管印迹工程性

认知的员工在战略的落地与执行时更专注于效率

和成本的理解，提出更有效率和节约成本的解决

方案． 在执行高管“聚焦现有资源和权力收缩”的
决策时起到了促进作用． Ｂ 老行长认为员工“有强

烈认同感，对其角色的参与度很高，能够准确执行

相关的战略决策”． 对比之下，被高管印迹创业性

认知的员工已经有了创业思维并进行实践，会更

加理解高管“聚焦外部资源和权力分离”的决策

并积极高效地执行，从而对克服组织惰性起到强

化作用． 正如 Ｄ 新行长反映：“当与中层骨干和基

层梯队成员达成一致共识后，与外部合作伙伴的

互动质量更高，加速对外部需求的响应，获取了更

多外部信息和数据，更加支持组织变革”．
但数据分析亦表明，当员工没有受到高管足

够认知印迹的时候，还存在高管认知与员工认知

不一致的情况． 持有工程性认知的员工在运作时

更专注于效率和成本的理解，较少提出更有创新

的解决方案． 同时在执行创业性高管的“聚焦外

部资源和权力分离”决策时也起到了阻碍作用，
如 Ｂ 新行长时期的员工在公司实施组织结构变

革时怨声很大，认为应该维持现有条线制结构． 运
营主管也指出“决策很清晰，但是因为沟通不畅

而不被认同，数字化转型也就缺乏内在动力． 到落

地执行时，会出现中层之间推诿、基层参与度有限

的情况，连带着日常与客户、外部合作伙伴的互动

质量也不高”． 持有创业性认知的 Ｄ 老行长时期

的员工在执行高管的聚焦现有资源和权力收缩决

策时起到了阻碍作用，如曾经有员工向高管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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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学习其他公司的做法，与外部资源合作，探索

完全新颖的业务． 高管们也时常抱怨数字化转型

执行不力，“途中困难重重，员工对于公司战略决

策没有发自内心的支持，缺乏对决策落地的共

识”．
命题 ４　 当高管与员工认知一致时，员工认

知强化高管认知与组织惰性之间的关系． 当高管

与员工认知不一致时，员工认知弱化高管认知与

组织惰性之间的关系．

５　 理论贡献

本研究旨在理解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高管认知

异质性对克服组织惰性响应行为的影响机制． 研
究发现非连续技术变革威胁、ＩＴ 职业背景为不同

类型高管认知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并进一步识别

出与组织惰性显著相关的两种重要认知：创业性

和工程性． 组织僵化或创新正是源自高管的认知

差异，为了确认自身认知，对数字化变革持有工程

性认知的高管会诱发组织聚焦于现有资源、权力

收缩等行为加剧组织惰性，而持有创业性认知的

高管则会激发聚焦外部资源、权力分离等行为解

锁组织惰性． 此外，研究还发现高管通过认知印迹

将其创业或工程性认知传达给其他成员，进而间

接强化组织惰性或创新．
５． １　 组织惰性

本研究通过将高管认知区分为创业性认知和

工程性认知，解决了现有文献中有关威胁感知对

组织惰性影响结论不一致的问题，推进了理论发

展． 尽管组织惰性文献较早认识到高管认知的重

要性，但是，后续研究一直将高管认知笼统作为整

体考察，导致难以解释清楚面对相同威胁，一些高

管认知克服了组织惰性，而另一些又没有的管理

现象． 本研究通过区分出两类不同的高管认知：创
业性认知和工程性认知，弥补了这一不足． 对前人

研究的再检视表明，创业性认知克服了组织惰性

但工程性认知加剧组织惰性，这一模式是可预测

的和可重复发生的． 例如，一些新兴研究表明高管

的创业导向与银行的增长、创新战略和卓越绩效

相关［３２， ３３］，尽管研究中并没有明确定义创业性认

知． 又如，最新的研究 Ｓｎｉｈｕｒ 和 Ｚｏｔｔ［４９］ 发现高管

的内部效率思维方式（关注成本控制和运营效率

等内部问题）显著阻碍了激进式创新（商业模式

创新），内部效率思维方式与本文的工程性认知

接近．
５． ２　 管理认知与组织变革

本研究对“管理认知与组织变革”文献的贡

献． 第一，贡献了数字化转型中高管认知的形成机

制． 已有研究大多从非数字化转型情境出发，剖析

了高管任期、教育、职能背景、人格特质等前因对

认知形成的影响，对数字化转型中高管认知形成

机制知之甚少． 本研究发现 ＩＴ 职业背景与高管认

知关注点有关，它通过改变高管的技术领悟能力

和风险倾向，进而导致高管认知关注内容的变化．
有关特定职业背景、技术领悟力和风险倾向的发

现，拓展了对高管特征和认知之间中介的社会和

心理过程的理解［２４］，为揭示 ＩＴ 职业背景因素，而
不是其他因素对数字化转型中高管认知的形成起

到了关键作用提供了可能． 第二，构建了不同类型

管理认知如何影响组织变革的整合分析框架． 已
有研究普遍认同管理认知是战略创造的起点［５０］ ．
但缺乏不同类型管理认知如何影响组织变革的具

体机制［５０］ ． 本研究首次证明了创业性认知和工程

性认知在数字化转型中的存在，并开发了一个解

释这两类不同管理认知如何运作的理论框架． 分
析表明创业性认知和工程性认知对组织惰性存在

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 创业性认知通过聚焦外部

资源和权力分离寻求新颖性和成长，工程性认知

通过聚焦现有资源和权力收缩寻求效率和会计．
本研究构建的整合分析框架及其构念维度为后续

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补充了高管认知的印迹机

制． 认知印迹及印迹程度是一个重要但未被充分

研究的问题［４９， ５９］ ． 之前研究更多关注高管个人认

知形成和认知确认对组织变革的影响［２０］，对高管

认知如何扩散到员工中，而不仅仅是在个人的头

脑中缺乏洞察［５０］ ． 本研究探索了高管认知转化为

组织中员工认知的具体机制、途径和程度，结果表

明高管认知特征可以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教导和榜

样这个更微妙的社会化过程向集体中其他成员级

联（扩容）． 本研究跳出传统研究高管认知对组织

变革影响的局限，同时关注企业高管如何通过对

低层级的员工施加认知影响来进行组织变革管

理，为新兴的组织变革研究提供了更微观的组织

层级之间互动的研究视角． 最后，拓展了高管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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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强化机制． 虽然理论研究早已强调高管的

角色职责是战略制定，员工的角色职责是战略实

施［５１］，员工充分参与战略实施会影响高管战略目

标———数字化战略的实现［６０］，但是后续研究一直

将两者割裂考察，鲜有研究对高管和员工之间的

交互如何影响组织变革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理论

探索和实证检验． 本研究通过考察员工认知在高

管认知克服或加剧组织惰性过程中的强化作用弥

补了这一不足．

６　 结束语

本研究结论对管理者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首
先，鉴于 ＩＴ 职业背景在形成创业性认知中的重要

性，企业在选拔和培养高管团队时，不仅要重视引

进拥有 ＩＴ 职业背景的高管，还要为其余高管成员

提供 ＩＴ 基础知识技能培训、ＩＴ 前沿分享等多元化

帮助． 这在重视政治资本而非技术资本的中国企

业情境中尤其重要． 其次，鉴于聚焦外部资源和权

力分离行为是克服组织惰性的有效途径，前者为

企业带来新颖资源，后者为企业带来创新敏锐度

和创新效率，两者相辅相成． 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

型时，要同时兼顾两者． 最后，鉴于受到高管印迹

的员工认知在高管认知与组织惰性之间关系中的

强化效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高管应意识到自

身在通过教导传递认知、价值观和目标并成为榜

样方面处于主导地位，积极向其他员工传递有利

于组织创新的认知，时刻注意避免那些加剧组织

惰性的认知实践在企业中被扩散．
本研究的局限性及未来研究思路． 第一，后

续可以采用文本分析或开发量表定量分析创业

性和工程性认知，进一步完善理论模型． 第二，
鉴于认知分类及形成因素具有情境性，后续需

考察适应数字化变革情境的认知类型及形成因

素—ＩＴ 职业背景，是否也适合其他非技术变革

情境，如金融危机、全球化等． 第三，高管认知对

传统企业克服组织惰性并转型成功起到关键作

用，后续可以比较考察新兴数字原生企业（如京

东金融、腾讯金融等），是否存在构建组织成功

的认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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